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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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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配偶信任可能提升员工对同事的信任，进而影响同事的工作绩效。研究 1 通过对两家公

司的 172 名员工和其配偶以及 12 名负责主管开展问卷调查，探索了配偶信任传递过程和向内涓滴效应，即配偶信任通过影响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间接影响同事的工作绩效。研究 2 在两个时间点采用整群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某公司的 245 名已婚

员工和其配偶以及 21 名负责主管为研究对象，再次验证了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并揭示了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在理

论层面，研究证实了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检验了其中介机制，丰富并拓展了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在实践层面，研究

启示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领域中的信任，增进组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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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任对于维护人际关系、提升个体的身体健康

水平、促进个体和团队的效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 响（ 郭 震 等，2023; Mayer et al., 1995; McAllister, 
1995; Rotter, 1980）。大量研究证实了信任对于组织

的 作 用（Cremer et al., 2018; Fulmer & Ostroff, 2017; 
Grossman & Feitosa, 2017; Yang & Tsai, 2023）。 例

如，主管对员工的信任会让员工产生更好的工作表

现（Cremer et al., 2018）；员工对团队的信任会促进

团队绩效（Grossman & Feitosa, 2017）；员工感知到

的来自主管领导的信任会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Yang & Tsai, 2023）。

除了工作领域内的信任对组织产生作用，信任

还可能产生跨领域影响。有研究证实了家庭领域中

的信任的跨领域作用，例如亲子信任会影响孩子在

学校的行为表现（Zhang & To, 2024）；父母的信任

水平对孩子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预测作用（池丽萍 , 
辛自强 , 2013; Sunde, 2008）。古语云“家和万事兴”，

家庭领域的信任还可能对工作者及其所在组织产生

跨领域作用。例如，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曾在

2008 年与妻子产生信任危机，这一度加剧了马斯克

的“生存危机感”，促使他采取更高风险策略（Vance, 
2020）。然而，目前还很少有实证研究关注家庭领

域中的信任对个体及其所在组织的影响。这一缺失

可能会让组织管理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忽视家庭领域

信任的重要性，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家庭领域的信任

对组织的增益作用（Greenhaus & Powell, 2006），

甚至让家庭信任的破裂持续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姜

海等，2019）。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2021; Bakker et 
al., 2019;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指出，配偶

是员工家庭资源的重要来源，配偶的个体特质和行

为表现可以对员工所在的工作领域产生作用（Carlson 
et al., 2011; Tang et al., 2017）。例如，配偶的情绪

智力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生活幸福感，促进员工工作

投入（郑晓明等，2022）；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负

向预测女性员工的工作繁荣（王晓辰等，2022）；

配偶间互动可以通过提升关系能量，提升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和在工作中的情感承诺（Frieder et al., 
2023）。然而，已有研究对配偶信任如何影响工作

领域的关注还比较少。

配偶信任属于家庭领域的重要资源，有助于提

升亲密关系质量（Rempel et al., 1985）。相比配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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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信任存在信任者（产生信任的一方，trustor）
和被信任者（被信任的一方，trustee）的区别（Mayer 
et al., 1995），故有员工信任其配偶（员工为信任者、

配偶为被信任者）和配偶信任员工（配偶为信任者、

员工为被信任者）两种模式。本研究关注的配偶信

任为配偶对员工的信任（配偶为信任者、员工为被

信任者），因为其更准确体现了家庭领域为员工提

供资源这一过程。根据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

2021; Bakker et al., 2019;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配偶给予员工更多信任后，意味着员工获

得了更多的家庭资源，进而可以转化为更多的个体

资源投入到工作场所。因此，来自家庭领域的配偶

信任可能会通过员工对组织产生积极作用。

信 任 他 人 意 味 着 将 自 己 置 于 具 有 一 定 风 险

性 的 弱 势 地 位（Mayer et al., 1995; Rousseau et al., 
1998）。在工作领域中，同事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

杂的，除了合作关系（Grossman & Feitosa, 2017）

还存在竞争关系（Breidenthal et al., 2020）。因此，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同样意味着一定的风险性，可能

会消耗员工的个体资源。根据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

（王震等，2021; Bakker et al., 2019;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当员工拥有更多个体资源时，可

以将资源应用于工作领域，更好应对信任同事过程

中的风险，进而可能提升对同事的信任水平。

当配偶信任正向影响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后，可

能会进一步提升被信任的同事的工作绩效。这种从

组织外部（如员工的家庭）开始，通过员工对组织

中的其他成员产生间接影响的过程称为向内涓滴效

应（trickle-in effect） （Wo et al., 2019）。已有研

究大多关注了家庭因素对员工个人的影响（郑晓明

等，2022; Frieder et al., 2023; Tang et al., 2017），

其本质是一种直接社会影响（A → B）；而向内涓

滴效应是一种间接社会影响（A → B → C），有

助于我们认识到家庭因素对组织更广泛深入的作用

（Wo et al., 2019）。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还指出，家庭 - 工作增益

是家庭资源转化为个体资源，进而提升工作领域表

现的过程（王震等，2021; Du et al., 2020; Greenhaus 
& Powell, 2006;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

员工在得到配偶信任后，通过家庭 - 工作增益的过

程，会更好学习信任这一亲社会行为技能（发展增

益；Tan & Lim, 2009），并产生更多积极情感（情

感增益），进而提升对同事的信任。因此，本研究

假设配偶信任可能会通过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

用，提升员工对同事的信任，进而影响同事的工作

绩效。

1.1  信任的定义

信任是个体对他人的一种积极预期，对个人、

团 队、 社 会 都 具 有 重 要 影 响（Mayer et al., 1995; 
McAllister, 1995; Rotter, 1980）。Mayer 等人（1995）

将信任界定为“在不考虑监控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

一方相信另一方会根据自己的期待表现出对自己具

有重要意义的特定行为”。Rousseau 等人（1998）

认为，信任是一种对他人的意图及行为产生的积极

预期，并自愿将自己置于不设防或易受伤害的弱势

地位的心理状态。结合前人关于信任的定义，本研

究将信任定义为：即使具有一定风险依然对他人的

意图或行为抱有积极预期的心理状态。

信任可以划分为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
和特殊信任（specific trust） （Cao & Galinsky, 2020; 
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 前 者 指 个 体 选 择

相信他人的普遍意愿（Cao & Galinsky, 2020; Mayer 
et al., 1995），后者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对象（如

亲戚、朋友、领导、同事）的信任（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本研究关注两种特殊信任，分

别是配偶信任（配偶是信任者，员工本人是被信任者）

和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员工是信任者，员工的同事

是被信任者）。

配偶信任是指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对自己配

偶的信任，主要表现对配偶会做出体贴回应的信

心与安全感以及对关系稳固程度的预期（Rempel et 
al., 1985）。以往研究表明，配偶信任可以增强个

体的情感表露，提升亲密关系质量（McCarthy et al., 
2017; Righetti et al., 2015）；减少窥探隐私行为，增

加宽恕行为，减少夫妻间的矛盾（Buyukcan-Tetik et 
al., 2013; Strelan et al., 2016）。但是，以往研究主要

关注配偶信任对夫妻双方的影响，其作用是发生在

家庭领域内部的；较少有研究关注配偶信任对工作

领域的影响（Tang et al., 2017）。

同事是员工在工作领域接触频率高、关系较密

切的对象。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属于发生在工作领域

的一种特殊信任。Tan 和 Lim（2009）将员工对同

事的信任定义为：在无法控制同事行为的前提下，

员工愿意受同事行为影响的程度。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同样具有一定的风险属性，即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可能会消耗员工的个体资源。已有研究主要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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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组织层面关注了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影响因

素（Forret & Love, 2008; Jiang et al., 2017; Lau & 
Liden, 2008）。例如，领导对员工的信任、领导 -
成员交换可以正向预测员工对同事的信任（Jiang 
et al., 2017; Lau & Liden, 2008）；奖励发放、程序

公正、人际公正、团队工作表现均可以正向预测员

工对同事的信任（Forret & Love, 2008; Lau & Liden, 
2008）。

1.2  信任的传递

已有研究发现，信任可以在不同信任者、被信

任者之间进行传递，例如经理对主管的信任会传递

为主管对员工的信任（Cremer et al., 2018）。这一信

任传递过程是发生在工作领域内部的，信任还可能

跨越组织边界进行传递，即从员工的家庭领域传递

到工作领域。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2021;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指出，家庭领域与

工作领域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一个领域中的资源积

累或损耗会影响员工在另一个领域的表现。资源可

以按照 2（情境性的 / 个体的）×2（结构性的 / 可变的）

的标准划分为四类，其中家庭情境资源既包括结构

性的情境资源（如婚姻关系、家庭结构），也包括

可变的情境资源（如爱、尊重、建议）；个体资源

则包括时间、能量、心情等。当一个领域提供的资

源增加，会让员工产生更多个体资源应对另一领域

的任务，进而在另一领域产生积极结果（Bakker et 
al., 2019; Du et al., 2020; Van Egdom et al., 2023）。

当员工在家庭领域中得到配偶的信任时，会感

受到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对亲密关系产生更强

的信心，进而拥有更多的个体资源应对工作领域的

要求。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状态可以促进信任行为

（Mislin et al., 2015）；员工的正念水平（一种意识

状态）也会促进对同事的信任（赵延昇 , 於学松 , 
2016）。无论是积极情绪状态还是正念水平，都属

于员工的个体资源。此外，信任同事对员工而言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Mayer et al., 1995; Rousseau et al., 
1998），当员工拥有更多个体资源时，意味着员工

在信任同事过程中拥有更多应对风险的资源。综上，

配偶信任会促进员工个体资源的累积，进而可能提

升对同事的信任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配偶信任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1.3  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中

介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对于个人

和团队都具有重要作用（赵修文 , 袁梦莎 , 2011; 
Cremer et al., 2018; Grossman & Feitosa, 2017; Jiang 
et al., 2017; McAllister, 1995; Tan & Lim, 2009; Yang, 
2014）。研究发现，同事间人际信任与工作表现

正相关（Xie & Li, 2021）。Yang（2014）的研究表

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会随着信息交换而提升，进

而对团队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一项涉及 112 个独立

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与团队表

现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De Jong et al., 2016）。另

一项研究表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会促进工作表

现，进而会提升团队整体的信任氛围（Grossman & 
Feitosa, 2017）。国内研究者则证实了员工对同事的

信任对团队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赵修文 , 袁梦莎 , 
2011）。但是，以往研究并未关注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对于该特定同事工作绩效的影响。当员工给予关

系密切的同事信任时，该同事可能会处于一个高信

任水平的环境（Carmeli & Gittell, 2009），产生更强

的控制感与自主性（Deci et al., 1989），进而更愿意

投入工作，产生更好的工作绩效。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2：员工对同事的信任显著正向预测同事的

工作绩效。

在以往关注家庭对工作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

主要关注家庭情境对员工本人的影响（Carlson et al., 
2011; Lin et al., 2021; Menges et al., 2017; Tang et al., 
2017），很少有研究关注过家庭情境是否通过员工

进而对工作领域中的其他人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

对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进行拓展，关注家庭情境是

否能通过员工工作表现对工作领域中的他人产生间

接作用。这种通过员工间接产生的社会影响，被称

为涓滴效应（trickle effect），即源头（source）的认知、

情感、态度或行为先影响传播者（transmitter）的认知、

情感、态度或行为，进而影响接收者（recipient）的

认知、情感、态度或行为（Wo et al., 2019）。例如，

有研究发现，经理对主管的信任会传递为主管对员

工的信任，进而会提升员工的工作表现，这种现

象被称为信任的向下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 
Cremer et al., 2018）。除了向下涓滴效应外，涓滴效

应还包括向上涓滴效应（trickle-up effect, 员工→主

管→经理）、向外涓滴效应（trickle-out effect; 上级 /
同事→员工→顾客 / 家人）、向内涓滴效应（trickle-
in effect, 顾客 / 家人→员工→上级 / 同事）和平面涓

滴效应（trickle-around effect, 员工 A →员工 B →员

工 C） （Fulmer & Ostroff, 2017; Wo, 2015; Wo et al., 



661王鸿飞等 :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

2019）。当配偶信任提升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后，可

能会进一步影响同事的工作绩效，形成了配偶→员

工→同事的向内涓滴效应。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和同事工作绩效之

间起中介作用。

1.4  信任向内涓滴效应的机制：家庭 - 工作增益的

中介作用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指出，个体资源是连接家

庭领域和工作领域的纽带，家庭情境资源会转化为

个体资源，进而提升工作领域的表现，家庭 - 工作

增益正体现了这一过程（王震等，2021; Bakker et 
al., 2019; Du et al., 2020;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 Van Egdom et al., 2023）。Greenhaus 和 Powell
（2006）将家庭 - 工作增益定义为：员工在家庭角

色中获得的资源可以正向影响在工作角色中的表现。

已有研究发现，员工的婚姻满意度可以通过家庭 -
工作增益间接影响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创造力（Tang 
et al., 2017）；还有研究表明家庭 - 工作增益在夫妻

交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Matei & Virga, 
2023）。

Carlson 等人（2006）将家庭 - 工作增益划分为

三种增益模式，分别是发展增益、情感增益、效率

增益。其中，发展增益是指员工在家庭中获得的技

能、知识、观点对工作产生了正向影响，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中家庭情境资源转化为个体结构性资

源（技能、能力、经验等）的过程相一致（王震等，

2021;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例如有研

究发现，家庭中获得的技能（如时间管理、情绪调

节）可以转移到工作中，进而增强工作绩效（Matei 
& Virga, 2023）。配偶对员工给予充分信任后，可

能会让员工学习如何给予他人信任，进而提升对同

事的信任水平。情感增益是指员工在家庭生活中获

得的情感和态度类的资源对工作产生了正向影响，

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中家庭情境资源转化为个体

可变资源（心境、能量、注意力、时间等）的过程

相一致（王震等，2021;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例如，有研究发现，家庭 - 工作增益通过

提供积极情感支持，对创业意图有正向作用（Xu et 
al., 2023）。配偶信任会促进积极情感表露（McCarthy 
et al., 2017），而积极情感对于提升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意图（特别是高风险的信任）具有正向作用（Gill 
et al., 2024）。因此，配偶信任可能产生情感增益，

促进对同事的信任。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家庭 -

工作增益通过为 CEO 提供技能积累（如沟通技巧

和多任务处理能力，发展增益）和情感支持（情感

增益），进而提升 CEO 对创新的关注（Fan et al., 
2024），说明家庭 - 工作增益过程中可能同时产生

发展增益和情感增益。由此可见，工作 - 家庭资源

模型描述的资源转化过程在家庭 - 工作增益的发展

增益、情感增益两种模式中均有体现，且两种模式

可能同时产生，家庭 - 工作增益可能是家庭情境资

源通过个体资源间接影响工作表现的机制。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4：家庭 - 工作增益在配偶信任与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基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结合家庭 -
工作增益的发展增益、情感增益两种模式以及信任

对工作绩效的作用，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对同事

的信任将配偶信任（家庭情境资源）与同事工作绩

效（工作领域中的其他人）连接起来，形成了间接

社会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5：家庭 - 工作

增益、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和同事工作绩

效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配偶信

任属于员工家庭情境资源，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属于

员工工作领域结果，同事工作绩效属于工作领域结

果的间接社会影响，家庭 - 工作增益是家庭情境资

源转化为个体资源，进而影响工作领域结果的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

通过两个子研究，采用问卷法分别对员工、员工配偶、

主管进行调查，旨在探究作为家庭资源的配偶信任，

如何影响员工在工作领域的表现，进而如何对工作

领域中的其他人产生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一方面

从理论上检验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和家庭 - 工

作增益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实践角度为提升

个体信任水平、组织信任氛围、社会信任风气提供

新的视角。

2  研究 1

2.1  研究 1 样本

研究 1 的样本为江苏省和上海市的两家服务类

公司共 206 名已婚员工及其配偶。28 名员工因未能

与其配偶的数据匹配而被排除，6 名员工因填写的

同事姓名不真实而被排除。最终的样本包含 172 名

员工（女员工 109 人）及其配偶。员工平均年龄为

34.84 ± 5.84 岁，配偶平均年龄为 34.83 ± 6.00 岁。

员工填写“一名在工作中，和自己接触最多、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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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姓名”，主管对被提名的

同事进行绩效评价。员工共提名了 166 名同事（有

6 名员工的提名与其他员工相同）。该 166 名同事

共涉及 12 名负责主管，其中女性主管 5 人，主管的

平均年龄为 45.25 ± 4.69 岁。各调查对象作答的问

卷、有效份数、人口学信息如表 1 所示。

2.2  测量工具

2.2.1  配偶信任

配偶信任通过亲密关系信任问卷来进行测量，

该 问 卷 由 Rempel 等 人（1985） 编 制， 共 包 含 忠

诚、可靠性、可预测性三个维度，共 16 个项目。

该问卷采用 7 点计分，由员工的配偶进行作答。

该问卷三个维度和总体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

为 .81，.70，.65 和 .82。 
2.2.2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首先请员工填写和自己接触最多、和自己工作

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姓名。随后采用 McAllister（1995）

编制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问卷测量员工对该同事

的信任水平，由员工本人进行作答。该问卷采用 7
点计分，共包含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分

别包含 6 个项目和 5 个项目。该问卷两个维度和问

卷总体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 .82，.70 和 .79。

2.2.3   同事工作绩效

根据员工填写的同事姓名，找到该同事的负责

主管，采用韩翼等人（2007）编制的工作绩效问卷

中的任务绩效分问卷测量该同事的工作绩效，共

10 个项目。该问卷采用 5 点计分，由主管对员工

提名的同事进行工作绩效评价。Cronbach' s α 系

数为 .84。

由于同事工作绩效是由 12 名主管评价的，选

择单因子随机效应模型对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进 行 计 算（Bliese, 
1998）。ICC = （MSB - MSW） / [MSB + （k - 1） 
× MSW] （MSB 为组间均方；MSW 为组内均方；

k 为平均每个主管评价的人数）。本研究中，MSB 
= .14，MSW = .13，k = 166/12 = 13.83，ICC = .01 （ICC 
< .10 则表明组内相关系数较小），表明本研究中由

主管评价导致的系统误差不严重，数据不存在嵌套

结构。

2.3  研究结果与讨论

2.3.1  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确定研究变量代表不同的构念，对所有

变量进行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由表 2 可

知，与其他模型相比，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

图 1   研究的理论模型

表 1   研究 1 各调查对象的信息



663王鸿飞等 :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

拟合指数显著优于其他模型，本研究的所有变量

在内涵方面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分别代表不同

的构念。

2.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配偶

信任、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同事工作绩效两两正相关，

与年龄、性别相关均不显著。

2.3.3  配偶信任的传递作用

以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为因变量，以配偶信任、

员工年龄、员工性别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检验

配偶信任的传递作用。结果显示，配偶信任显著正

向预测员工对同事的信任（β  = .38, p < .001），员

工年龄对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5, p > .05），员工性别对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β  = .06, p > .05）。

2.3.4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

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4
检验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将配偶信任作为自

变量，同事工作绩效作为因变量，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作为中介变量，员工年龄和员工性别作为控制变

量建立模型。在该模型中，同事工作绩效的总 R2

为 .20，达到显著水平（p < .001）。中介效应 ab = 
.06，Boot SE = .02，95% 的置信区间为 [.03, .09]，
说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和同事工作绩效

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如图 2 所示。

2.4  研究 1 小结

研究 1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配偶信任

的传递作用，检验了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即

配偶信任通过影响员工对同事的信任，间接影响同

事的工作绩效，假设 1、2、3 得到了验证。

3  研究 2

3.1  研究 2 样本

研究 2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以江苏省某汽车

零件制造业公司的共 308 名已婚员工及其配偶为研

究对象。首先将员工数据与其配偶数据进行匹配，

48 名员工因未能与其配偶的数据匹配而被排除，

15 名员工因地雷题答错而被排除，最终成功与配偶

数据相匹配的为 245 名员工（142 名男性）。员工

平均年龄为 33.36 ± 4.51 岁，配偶平均年龄为 33.40 
± 4.90 岁。

在匹配成功的 245 名员工中，18 名员工未填

写同事姓名或填写了虚假的同事姓名，有效提名为

227 人次。另有 38 名员工的提名与其他员工相同，

表 2   研究 1 的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1) 一因素模型：配偶信任 +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2) 二因素模型 1：配偶信任；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3) 二

因素模型 2：员工对同事的信任；配偶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4) 二因素模型 3：同事工作绩效；配偶信任 +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5) 三因素模型：

配偶信任；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同事工作绩效。

表 3   研究 1 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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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提名了 189 名同事。本研究中，主管需对员工

提名的 189 名同事进行工作绩效评价，有 22 人因

岗位调动或主管外出等原因未能获得绩效评价，最

终 167 人获得了绩效评价。本次绩效评价共涉及 21
名负责主管，其中女性主管 4 人，平均年龄为 32.74 
± 2.78 岁。各调查对象作答的问卷、有效份数、人

口学信息如表 4 所示。

3.2  测量工具

3.2.1  配偶信任

采用同研究 1 的亲密关系信任问卷。该问卷

由员工的配偶作答。该问卷三个维度和总体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 .90，.65，.73 和 .91。

3.2.2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采用同研究 2 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问卷。该

问卷由员工本人作答。该问卷两个维度和问卷总体

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 .88，.81 和 .79。

3.2.3  家庭 - 工作增益

采用 Carlson 等人（2006）编制的家庭 - 工作增

益量表。该量表由员工本人进行作答。该量表包含

发展增益、情感增益、效率增益三个维度，每个维

度分别包含 3 个项目，共 9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

该量表三个维度和总体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

为 .94，.93，.90 和 .97。

3.2.4  工作绩效

研究 2 采用了更为精简、便于主管填写的工

作绩效量表（杨旭华 , 李野 , 2018; Ellington et al., 

2014）。在员工、配偶作答完问卷两个月后，请对

应负责主管对提名同事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该量

表共包含 5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Cronbach' s α
系数为 .97。

由于同事的工作绩效是由 21 名主管评价的，

选择单因子随机效应模型对组内相关系数进行计算

（Bliese, 1998）。本研究中，MSB = 1.06，MSW = 
.83，k = 167/21 = 7.95，ICC = .03，表明本研究中由

主管评价导致的系统误差不严重，数据不存在嵌套

结构。

3.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3.1  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确定研究变量代表不同的构念，对所有

变量进行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由表 5 可

知，与其他模型相比，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

拟合指数显著优于其他模型，本研究的所有变量

在内涵方面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分别代表不同

的构念。

3.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配

偶信任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

同事工作绩效正相关，与年龄、性别相关不显著。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与家庭 - 工作增益、同事工作

绩效正相关，与年龄、性别相关不显著。家庭 -
工作增益与同事工作绩效正相关，与年龄、性别

相关不显著。

图 2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

表 4   研究 2 各调查对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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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

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4
再次检验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将配偶信任作

为自变量，同事工作绩效作为因变量，员工对同事

的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员工年龄和员工性别作为控

制变量。该中介模型中，同事工作绩效的总R2 为 .07，

达到显著水平（p < .01）。中介效应 ab = .09，Boot 
SE  = .04，95% 的置信区间为 [.02, .17]，再次说明员

工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和同事工作绩效之间起

中介作用。该中介模型如图 3 所示。

3.3.4   配偶信任影响员工对同事信任的作用机制

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4
检验家庭 - 工作增益在配偶信任与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员工年龄和员工性别作为控

制变量。该中介模型中，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总 R2

为 .28，达到显著水平（p < .001）。中介效应 ab = 
.17，Boot SE = .05，95% 的置信区间为 [.09, .28]，
说明家庭 - 工作增益在配偶信任与员工对同事的信

任之间起中介作用。该中介模型如图 4 所示。

3.3.5  配偶信任影响同事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

以配偶信任为自变量，同事工作绩效为因变量，

家庭 - 工作增益和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为中介变量，

以员工年龄和员工性别为控制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

型（见图 5），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中

的 model 6 进行链式中介作用的检验。

链式中介模型中，同事工作绩效的总R2 为 .07，

达到显著水平（p < .05）。链式中介模型的路径系

数与置信区间如表 7 所示。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

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与同事工作绩效之间的链

式中介作用显著（β  = .04, 95% CI = [.004, .088]）。

3.4  研究 2 小结

研究 2 采用整群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其他

变量测量后的两个月后、选用更为精简、便于主管

填写的量表测量工作绩效，再次检验了配偶信任的

向内涓滴效应，并证实了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

用。首先，本研究再次验证了假设 1、2、3。其次，

表 5  研究 1 的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1) 一因素模型：配偶信任 + 家庭 - 工作增益 +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2) 二因素模型：配偶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 + 员工对

同事的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3) 三因素模型 1：配偶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 + 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同事工作绩效；(4) 三因素模型 2：配偶信任；

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5) 三因素模型 3：配偶信任 + 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同事工作绩效；(6)

三因素模型 4：配偶信任 + 同事工作绩效；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对同事的信任；(7) 四因素模型：配偶信任；家庭 - 工作增益；员工对同事

的信任；同事工作绩效。

表 6   研究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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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验证了作为家庭资源的配偶信任可以通过

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转化为个体资源，进

而在工作领域产生更好表现，提升对同事的信任

水平，假设 4 得到了验证。最后，本研究还证实

了家庭 - 工作增益和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在配偶信任

和同事工作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5 得

到了验证。

4  讨论

4.1  信任的传递

本研究关注了家庭领域中的配偶信任与工作领

域中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两种特殊信任。通过两个研

究，本研究在不同的被试群体中证实了信任的跨领

域传递，即配偶信任可以传递到员工所在的组织，

正向预测员工对同事的信任。配偶信任的传递可以

图 3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再检验

图 4  配偶信任对员工对同事的信任的作用机制

表 7   链式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与置信区间

图 5   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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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 , 2021; Bakker et al., 
2019;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进行解释，

配偶信任是家庭情境提供给员工的重要资源，当员

工的配偶给予员工更多信任时，夫妻间矛盾会减少

（Strelan et al., 2016），员工会感受到更加和谐稳

定的亲密关系（McCarthy et al., 2017），进而可以

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工作中，用于维护和应对与同

事的人际关系；在建立对同事的信任过程中，即使

存在一定风险性，也能由于个体资源的增加进而提

升对同事的信任水平。该结果不仅为工作 - 家庭资

源模型提供了更多实证支持，同时丰富了工作 - 家

庭资源模型中家庭资源的内涵，即配偶信任也是一

种重要的家庭资源。从信任研究的视角看，以往关

于配偶信任研究主要关注了配偶信任在家庭领域内

的作用，如促进积极情感表露、促进宽恕行为、提

升 相 互 依 赖 的 意 愿 等（Buyukcan-Tetik et al., 2013; 
McCarthy et al., 2017; Vinkers et al., 2011）。本研究证

实了信任的跨领域传递，在社会信任水平逐渐衰落

的大背景下（辛自强 , 2019），为帮助个体更快速

地建立信任关系，提升组织的信任水平提供了新的

实证支持。

4.2  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

本研究证实了员工对同事的信任正向影响该同

事的工作绩效，当员工信任同事时，可能会提升该

同事所处环境的信任水平，进而提升同事投入工作

的意愿（Carmeli & Gittell, 2009）；同时还会让该同

事产生更强的控制感与自主性（Deci et al., 1989），

进而产生更好的工作绩效。在以往研究关注领导信

任对工作表现的影响（Cremer et al., 2018）、员工对

同事的信任对团队成员和整个团队的工作表现影响

的基础上（Grossman & Feitosa, 2017; Yang, 2014），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员工对同事的信任对该特定同

事工作绩效的作用，丰富了信任对工作绩效影响的

相关研究。本研究在两个子研究中让员工提名了一

名和自己接触最多、和自己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同事，

且研究 2 中的工作绩效是在两个月后测量的，有利

于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此外，两

个子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工具对同事工作绩效进行测

量，证明了结果的稳定性。由此证实，员工对某一

特定同事的信任可以正向预测该同事的工作绩效。

在验证了配偶信任的传递作用、员工对同事的

信任正向影响同事工作绩效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

步检验了配偶信任的向内涓滴效应，即配偶可以通

过员工间接影响员工工作领域中的同事。个体在社

会网络中与他人进行人际互动并相互影响（Wo et 
al., 2019），对于来自组织外部的间接影响，已有研

究关注相对较少（Carlson et al., 2011; Lin et al., 2021; 
Menges et al., 2017; Tang et al., 2017）。配偶信任的

向内涓滴效应的证实，丰富了信任涓滴效应的相关

研究（Cremer et al., 2018; Fulmer & Ostroff, 2017），

在以往更多关注组织内向下涓滴效应的基础上，突

破了组织边界，拓展了涓滴效应这一间接社会影响

的源头（Wo et al., 2019）。同时，本研究揭示了家

庭情境间接影响组织的一种新模式，拓展了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 , 2021; Bakker et al., 2019;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的边界，即家庭情境

不仅可以影响员工在工作领域的表现，还能通过员

工间接影响工作领域中的其他人；家庭情境资源的

转化不仅限于员工个体，还可以扩散至工作领域。

该结果为组织管理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组织或

企业应重视员工的家庭环境，发挥家庭情境对组织

的助力，特别是员工配偶提供的信任与支持；可以

通过开展家庭活动日、亲密关系团体辅导、提供家

庭婚姻咨询等方式，提升配偶信任，从而提升员工

对同事的信任，进而提升组织效能。

4.3  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检验了信任向内涓滴效应的机制，即

家庭 - 工作增益在配偶信任与员工对同事的信任之

间起中介作用，再次证明了家庭 - 工作增益是家庭

领域和工作领域之间的个体资源转化过程，回应了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王震等 , 2021; Bakker et al., 
2019; Du et al., 2020; Ten Brummdhuis & Bakker, 2012; 
Van Egdom et al., 2023）。配偶信任作为一种家庭资源，

通过家庭 - 工作增益的过程，可以转化为员工的两

类个体资源：一是亲社会的技能、能力、经验等结

构性资源，二是员工的心境、能量、注意力、时间

等可变资源。这一资源转化过程与家庭 - 工作增益

的发展增益与情感增益（Carlson et al., 2006）也是

一致的，即配偶信任可以让员工学习如何给予他人

信任（发展增益），产生更多积极情感（情感增益）。

这些个体资源都会让员工在工作领域提升对同事的

信任，并且将这种社会影响扩散至工作领域的同事，

提升同事的工作绩效。相比在工作领域内发生的向

下涓滴效应（Cremer et al., 2018; Wo et al., 2019），

向内涓滴效应是跨领域的，即员工的家庭领域是涓

滴效应的源头，员工本人是涓滴效应的传播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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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中的同事是涓滴效应的最终接收者，家庭 -
工作增益正是连接两个领域、实现家庭资源转化的

桥梁。以上结果对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作为员工，

一方面可以充分吸收家庭资源中的配偶信任，让家

庭资源转化为个体资源，进而在工作领域产生更好

表现；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对待自己的配偶，给予

配偶充分的信任，提升亲密关系质量，从而充分发

挥家庭领域对工作领域的增益作用。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由于需要将配偶、员工、主管的数据进行匹配，

本研究中每个子研究的有效样本量较为有限。此外，

本研究除了在研究 2 收集工作绩效数据时采用了非

同一时间点的纵向测量，其他数据均为横断面数据。

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大调查的样本量，或采用纵向问

卷调查的方式，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稳

定性。

本研究关注了配偶信任对员工对同事的信任、

同事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家庭 - 工作增益的中介作

用。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不同类型信任的传递模式以

及信任对工作领域其他变量的影响（如组织公民行

为、工作幸福感、创造力、关系绩效等），从而更

全面地揭示信任对于组织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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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he Trust in the Spous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mployees' Trust in Their Colleagues 

and Family-Work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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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ust is an individual's positive expectation of other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teams, and socie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explored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trust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trustor and the trustee. Besides, trust can also be generated through 

transfer. Based on the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focused on two specific trust: trust in the spouse (where the employee is the trustee and 

the employee’s spouse is the trustor in this study) from the family domain and the colleague trust (where the employee is the trustor and the employee’s 

colleague is the trustee) from the work domain, and explored whether trust in the spouse has a transfer effect on the colleague trust. After exploring the 

transfer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That is, trust in the spouse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job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colleagues by influencing employees’ trust in colleagues. Moreove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work enrichment in the transfer effect an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In Study 1, 172 employees (including 109 female employees) and their spouses, as well as 12 supervisors of these employees from two service 

compan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transfer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and 

explore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namely, trust in the spouse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job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colleagues by 

influencing employees’ trust in colleagues.

In Study 2, 245 married employees and their spouses, as well as 21 supervisors of these employees from an automobile parts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t two different times with a two-month interval. This study 

re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in the spouse and work subsystem and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work enrich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y-work enrichmen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in the spouse and employees’ trust in colleagues. Moreov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amily-work enrichment and employees’ trust in colleagues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rust in the spouse and colleagues’ job 

performa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irst,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transfer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through two sub-studies in different 

companies, indicating that the result is reliable and stable. This finding enriche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rust transfer, echoed and enriched the work-

home resources model, indicating that trust is one kind of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he family domain. This study also provided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rust in social life. Second, this study teste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which not on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about the trickle-in effect but also revealed a cross-domain indirect social impact, that is, the employee’s spouse could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employee’s colleagues in the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employee. Third, based on the transfer effect an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work enrichment. This reveals how trust,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the family domain, leads 

to the promotion of personal resources, and finally influences the work domain. This result not only explained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the transfer 

effect and the trickle-in effect of trust in the spouse, but also expand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mily-work enrichment, and broadened the work-

home resources model.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mproving trust in the spouse could promote the positive behavior of 

employees, improve the trust level of the work team, and enhanc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trust transfer, trickle effect, family-work enrichment,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